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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宏道学体用论的双重意义 

朱汉民
1
 

(湖南大学，湖南 长沙 410082) 

【摘 要】：胡宏通过碧泉书院实现他的师道理想，完成他的道学建构，开创了湖湘学统。胡宏往往以“体用”

表述“道”的内涵，其中包含的双重思想结构值得进一步分梳。一方面胡宏从哲学思辨的角度论道之体用，作为道

之体的性是形而上的终极存在，作为道之用的心是“知天地、宰万物以成性者”;另一方面他从文化价值的角度论

道之体用，提出“仁其体，义其用”的论断，仁是儒家文化价值之体，义是儒家革新政令之用。把握好胡宏道学体

用的双重意义，能够更加完整地理解道学的丰富思想内涵与学术体系。 

【关键词】：胡宏 湖湘学派 道学 师道 体用 

湖湘学派是由胡安国、胡宏父子在湖湘开创的地域性学统，后来的历史学家特别强调胡宏作为湖湘学统开创者的地位。清代

学者全祖望在《五峰学案序录》中说：“绍兴诸儒所造，莫出五峰之上，其所作《知言》,东莱以为过于《正蒙》,卒开湖湘之学

统。”1由于胡宏以强烈的师道精神深刻回应了儒学重建的核心问题，他“优悠南山之下余二十年，玩心神明，不舍昼夜”2的深

刻思考，建构了一个“体用该备”的道学体系，所以这一学派成为南宋初年很有地位和影响的地域学派与学统。应该说，开创湖

湘学统只是胡宏弘扬道学的历史结果，也是后来学术史家的总结和评价，而在南宋时期的学术思潮中，胡宏其实是以承担道学为

己任的，希望建构以师道为主体的道学与道统。 

一、胡宏的师道与学统 

宋学兴起于北宋庆历时期，至熙宁时期大盛，出现了许多影响很大的地域学派，正如宋孝宗时期的员兴宗所说：“昔者国家

右文之盛，蜀学如苏氏，洛学如程氏，临川如王氏，皆以所长经纬吾道，务鸣其善鸣者也。”3 员兴宗认为蜀学、洛学、临川学

均是以复兴儒家之道为目标的宋学学派，但他承认三家学术各有特点，即所谓“苏学长于经济，洛学长于性理，临川学长于名

数”
4
。而在此三家之中，洛学一派往往以“道学”自称。胡安国、胡宏父子均是二程洛学的传人，胡宏通过程门大弟子谢良佐、

杨时而与二程兄弟有了学术脉络关系。胡宏本人也将自己看作是二程兄弟的私淑，他说：“予小子恨生之晚，不得供洒扫于先生

(指二程)之门，姑集其遗言，行思而坐诵，息养而瞬存，因其所言而得其所以言，因其所以言而得其言之所不可及者，则与侍先

生之坐而受先生之教也，又何异焉!”5 

正因为这一缘故，在南宋初年的学术界中，胡宏旗帜鲜明地标榜自己的学术是“道学”。熙宁以来，在当时的学术界、教育

界较长时间占据统治地位的是王安石的“荆公新学”,而二程的洛学则主要是一种民间学术，还常常受到政治势力的打压。所以，

胡宏以“道学”的神圣使命与同道相互勉励，他说，“道学衰微，风教大颓，吾徒当以死自担”6。胡宏之所以要将“道学”作

为“以死自担”的使命，其背后有一个强烈的“道统”意识。胡宏曾高度评价二程之学是孔孟之道的承传者，他说：“孔孟之道

不传久矣，自颐兄弟始发明之，然后知其可学而至。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学，是入室而不由户。”7 虽然明确提出“道

统”概念的是他的弟子张栻以及朱熹，但是胡宏的道学思想其实是包括“道统”意识在内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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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，“道学”之名，往往使得道学家群体受到宋学其他学派的批评指责，这也是南宋庆元党禁时期道学派人士受到政治打

压的原因之一。要对胡宏的思想特点与哲学成就作出恰当的理解，对宋学学术最后为什么会走向道学独尊作出恰当的说明，需要

对宋学中的“道学”意识再作一考察和分析。 

“道学”之“道”,其实与儒家的“王道”“师道”有着密切联系，这是贯穿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。假如对这一概念作

知识考古，可以更深入地理解“道学”的思想追求和政治意义。儒家创建于天下纷乱、战争不断的春秋时期，如何重建一个稳定

的天下，成为儒家的政治任务和文化使命。儒家提供的解决方案就是“王道”,孔子整理了体现三代王道精神的六经，作为后世

帝王平治天下的政治典范，也作为儒家推行王道精神的学术典范。考察历史典籍，在儒家诸子、六经传记中，存在大量“王道”

的概念和思想。也就是说，“王道”是儒家从三代先王的政典中总结、发明出来的重要概念，儒家学者总是不断地说服后世君主

能够效法尧舜、文武的“王道”。但是儒家士人也逐渐意识到，这一“王道”理想暂时还只能够存在于儒家诸子建构的经典体系

以及对经典的解释之中，而现实中的君王可能并非“王道”的承担者。当然儒家诸子也不曾因此灰心丧气，仍然一代代地继续向

后世的君王、权臣、士人宣讲“王道”,以最终实现“王道”的天下理想，这也就是孔子以来的儒家士人所盼望、追求的“天下

有道”。 

儒家之“儒”本来就可以溯源到西周时期从事教育的职官“师儒”“司徒”等，将“师儒”的教育者身份与他的天下理想

之“道”结合起来，就是儒家诸子的核心概念“师道”。在早期儒家学者中，明确提出“师道”的是孟子，他在继承孔子“士志

于道”的精神基础上提出了“师道”。孟子认为儒家之师就是“道”的传授者，他说：“曾子、子思同道，曾子，师也。”(《孟

子·离娄下》)曾子、子思是建立在“道”之传承上的师生关系。另外，孟子强调儒家士人是“道”的掌握者，故而必须以师道

尊严参与事君的政治实践，他说：“君子之事君也，务引其君以当道，志于仁而已。”(《孟子·告子下》)孟子本人曾经对齐君

表达了自己的师道尊严，他说：“我非尧舜之道，不敢陈于王前。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)孟子坚持认为儒者承担的是“尧舜之

道”,这样他就将儒家向君王推荐的“王道”,转化为儒家“引其君以当道”的“师道”。孟子相信“师道”的思想力量，远远

超越君王的权势，能够达到“说大人，则藐之，勿视其巍巍然”(《孟子·尽心下》)。由此可见，后世所谓的“孔孟之道”,其

实就是孔子、孟子一脉相承的“师道”。“王道”与“师道”的一个重要区别，就是这种儒家价值理想的主体，前者是君王，后

者是师儒。 

唐宋之际的儒学复兴运动，恰恰体现出宋代士大夫推动从三代先王之“王道”向孔孟儒家之“师道”的转型。从中唐韩愈

《师道》一文对“师道”的呼唤，到北宋庆历后儒家士大夫普遍推动的师道精神，“以师道明正学”的学术追求，推动了两宋时

期的儒学重建与宋学崛起。宋学追求一种“明体达用”的精神，以及以“师道”为主体的道统论思想建构。宋儒以师道复兴为契

机，推动着“周孔之道”(汉学型的王道)向“孔孟之道”(宋学型的师道)的转型，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教形态历史转型的趋势 8。

胡瑗等宋初三先生“以师道明正学”的思想行动，得到了当时诸多大儒的高度评价。如欧阳修《胡先生墓表》说：“师道废久矣，

自景祐、明道以来，学者有师，惟先生(胡瑗)暨泰山孙明复、石守道三人。”9欧阳修肯定了胡瑗、孙明复、石守道对宋代师道

的复兴所产生的重大影响，而此三人恰恰成为推动宋学学统发展的“宋初三先生”。 

胡宏传承了北宋新儒家的师道精神，他特别将宋儒这一师道精神与孔孟之道联系起来，将三代的“王道”作为引导当朝君

王的政治典范，他在《上光尧皇帝书》中提出，“揆天下之事，陈王道之本，明仁政之方”10。此王道应是当朝皇帝效法的榜样。

同时，胡宏特别指出，三代时期尧、舜、文、武的“王道”,到了孔子这里就成为“师道”,他论述说：“迨周之季，人不说学，

诸夏衰落，天生孔子，发愤忘食，讲学成经，然后人知所立。后世人主欲保大其业，未有不尊崇师道者也。”11胡宏特别将三代

时期有道之王者与春秋以后创建师道的孔子作比较，强调师道具有“开万世之道学无穷也”的长远意义： 

夫子被王者服，巍然当坐，群弟子以公侯环列，春秋二时受天下盛礼。在昔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，真居天位之君

也，乃有所不如。其故何哉?成一时之勋业有限，而开万世之道学无穷也。12 

在胡宏看来，孔子的师道精神，也恰恰是“夫子被王者服”的根本原因。这里要特别说一说，孔子开创了儒家的“师道”,



 

 3 

儒者讲学明理的师道，其实也就是宋代儒者标榜的“道学”。 

胡宏特别推崇孟子的师道精神，他认为孟子之所以提出“引君当道”,恰恰是源于儒者内在的师道精神。胡宏在《师》一文

中论述说：“师严，然后道尊，贵贱一也。孟子于齐王有师道焉，未闻有官守言责也。夫官守于一职，言责于一事，职修事行，

则有功而受赏，出守忘责，则有过而受罚，可程可督，受之于君者，臣也。君所未知而已发之，君所未有而已与之，提携其善，

增益其能，以陶冶君心，君反受命焉者，师也。孰敢官之而责以言哉?”13胡宏有意区别“师”与“官守”,强调“师”对“君”

的使命是“提携其善，增益其能，以陶冶君心”。胡宏通过孟子“师道”精神的解释，表达了他对儒家士大夫能够“以师道自

居”的期盼，赞扬了那种能够在王权面前表现出师道尊严的精神。后来其弟子张栻也是将复兴师道追溯到孔孟之道，他感叹秦汉

以后“师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”,故而主张复兴先秦孔孟的师道精神：“是则秦汉以来师道之立，宜莫盛于今也。”14 可见，道

学派追求的“道”,恰恰就是原始儒家孔孟奠定的师道。 

宋儒复兴师道的制度基础，就是学校与书院。胡宏一直对书院特别重视，他是南宋时期最早表达出将师道精神与书院教育结

合的道学家。他曾经谢绝了秦桧的出仕之邀，在他的回信中，表达出了鲜明的师道担当的理想： 

稽诸数千年间，士大夫颠冥于富贵、醉生而梦死者，无世无之，何啻百亿。虽当时足以快胸臆，耀妻子，曾不旋踵而身名俱

灭。某志学以来，所不愿也。至于杰然自立志气，充塞乎天地，临大节而不可夺，有道德足以赞时，有事业足以拨乱，进退自得，

风不能靡，波不能流，身虽死矣，而凛凛然长有生气，如在人间者，是真可谓大丈夫矣。15 

胡宏希望担任岳麓书院山长，以成全自己的师道理想。他说：“以某有继述其先人之志，特命为山长，依州县监当官，给以

廪禄，于以表朝廷崇儒广教之美。”16虽然秦桧没有能够帮助他实现师道理想，但是他最终还是建成了著名的碧泉书院，他期望：

“伏愿上梁以后，远邦朋至，近地风从；袭稷下以纷芳，继杏坛而跄济；云台断栋，来求概日之楩楠；天路渐逵，看引风生之骐

骥；驱除异习，纲纪圣传；斯不忝于儒流，因永垂于士式。”17书院建成后，即成为南宋初年的道学基地。著名理学家张栻及彪

居正等人，皆在此书院拜师问学于胡宏。可见，胡宏正是通过碧泉书院，成全了他的师道理想，也使得他在南岳潜心学术 20多

年，完成了他对道学的学术建构与思想传承。 

二、哲学思辨之道：性体心用 

在宋学史上，“道学”一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。一般来说，狭义的道学往往是指自我标榜“道学”的程朱学派，而广义的道

学则是指宋代复兴和重建儒学的广大儒家学者 18。广义的“道学”主要关注文化价值的相同，而狭义的“道学”不仅包括文化价

值的相同，同时还要强调哲学思辨的一致性。胡宏以师道精神，表达出对“道学”的自觉承担，从学统而言他也是二程的三传弟

子。但是他的学术后来并没有被列为“道学”,他也没有能够进入“道统”脉络。其主要原因不是文化价值，而是在哲学思辨方

面与程朱的重要区别。这就要进一步分析胡宏的哲学思辨之道。 

胡宏以师道为终生理想，并承担道的理论的建构。胡宏与其他所有道学家一样，常常喜欢以“体用”的话语论述“道”。但

是他在定义“道”的体用时，有时候将性与心看作道的体与用，有时候又将仁与义看作体与用。其实，这两个用法是不一样的。

当他以心性论讲道之体用时，是从哲学思辨的角度；而当他以仁义讲道之体用，却是文化价值论的。 

这里，我们首先讨论胡宏以哲学思辨的心性论所讲的道之体用。在胡宏看来，“道”是一种心性论的体用之学，他说：“有

是道则有是名也，圣人指明其体曰性，指明其用曰心。”19胡宏在这里论述的道、道学的体用问题，完全是以心性论而言，这无

疑属于对道、道学的哲学思考，而他在后面以仁义论“道”之体用时，则属于道或道学的文化价值问题。 

必须指出，胡宏的道学包含的精深哲学思辨，集中体现为一种心性论的建构。参照完全成型的、系统化的朱熹道学体系，其

哲学体系包括了理气论、心性论、工夫论这三个方面。胡宏之学虽然传承北宋道学，但是他的哲学思辨却体现出自己的路径和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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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。他反对用宇宙生成论说明“道”的哲学特性和终极意义，他说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。有一则有三，自三而无穷矣。老氏谓

‘一生二，二生三’,非知太极之蕴者也。”20胡宏批判了老子《道德经》中提出的“一生二，二生三”的宇宙生成论，他希望从

《周易》的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来说明“道”的终极意义。所以胡宏坚决反对将“道”理解成生成宇宙的存在，他不承认有一个

离开“物”而存在的形而上之“道”,他说，“道不能无物而自道，物不能无道而自物。道之有物，犹风之有动，犹水之有流也”21。

胡宏认为热衷于离物求道的恍惚之论，最终会流于“多寻空言，不究实用”的弊端。他坚持认为自己的“道学”,从来就是一种

“体用该备，可举而行”22的思想学说。所以，在胡宏“道学”的哲学思辨中，不需要具有宇宙生成论意义的理气论，而是由两

个核心范畴即性与心构成的心性论，来建构其道学的哲学大厦。 

首先，性在胡宏道学思想中，具有与其他道学家完全不一样的哲学意义。在《知言》中，胡宏反复论述了性范畴，以它作为

宇宙的本体，他说：“天命之谓性，性，天下之大本也”
23
;“性也者，天地之所以立也”

24
;“非性无物，非气无形。性，其气之

本乎!”25胡宏明确提出，性是“天下之大本”,是“气之本”,而这里所言的“本”,也就是本体。因此，性在胡宏的哲学体系中，

远远超过了一般的人性意义，是一个标志宇宙本体的最高哲学范畴。性成为宇宙间天地万物的形而上之本体，它是“天地之所以

立”的依据，故而是一切形而下的天地万物的终极存在。 

胡宏以性为天下之大本，也就是说，尽管天地之间的器物、草木鸟兽与人各不相齐，但均是以性为其大本大源。胡宏以高度

的哲学思辨，解决了宇宙的统一性问题。但是，作为一个重建儒学之道的宋代道学家，他还必须面对几个重大的理论问题。其中

第一个，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天地万物的差异性如何形成的问题。胡宏提出“万物皆性所有也”26的命题，以解决纷纭复杂

的天地万物的统一性问题，但是，天地万物的差异是否也是由性决定的?如果性不能够说明天地万物的差异，它作为宇宙世界的

依据又如何能够确定?一些学者敏感地发现，事物的差异性问题可能是新儒学遇到的理论困难，甚至认为这一困难“在新儒学那

里似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”27。所以这里需要进一步考察胡宏的性论，看看他是如何解决人性与物性的差异性问题的。 

胡宏以性论统一天地万物以来，就注意到人性与物性的差异性问题。他既要坚守孟子的人性论，又要将此性诠释为天地万物

之本体，确实面临很大的理论困难。他在批判司马光的“疑孟”时，专门著《释疑孟》,对人性与物性的差异作出哲学化诠释。

他说： 

形而在上者谓之性，形而在下者谓之物。性有大体，人尽之矣。一人之性，万物备之矣。论其体，则浑沦乎天地，博浃于万

物，虽圣人，无得而名焉；论其生，则散而万殊，善恶吉凶百行俱载，不可掩遏。论至于是，则知物有定性，而性无定体矣，乌

得以不能自变之色比而同之乎?28 

这一段话，包含了胡宏关于人性、物性的差异性与统一性的两点哲学思考。其一，胡宏坚持性是差异性与统一性的结合，他

以所谓“物有定性，而性无定体”来表述自己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思考。“物有定性”是肯定性的统一性，即天地万物均是由其性

决定的；而“性无定体”则是肯定性的差异性，即天地万物之性体的内涵是不同的。所以胡宏特别主张“观万物之流形，其性则

异；察万物之本性，其源则一”29。其二，胡宏对人性、物性的差异性以“尽不尽”“全不全”加以区别。他认为，人作为天地

之精华，人性无疑能够尽天地万物之性，而万物之性则是不完全的。譬如，我们对所谓“性有大体，人尽之矣”,可以理解为人

除了人所特有的人之性(仁义礼智信)外，还有动物具有的动物之性(饥食渴饮),甚至还有一般物体存在的物理之性。与人性比较，

其他的动物、物体的性均是不全的。所以，胡宏批判了告子将人性与犬牛之性混同的错误，他说：“告子知羽雪玉之白，而不知

犬牛人之性，昧乎万化之原。此孟子所以不得不辨其妄也。”30孟子与告子辩论时就强调人性与犬牛之性的区别，即人虽然也与

犬牛一样具有食色的需求，但人性恰恰主要体现在除了食色之性以外的仁义礼智之性。 

胡宏以性为天地之大体，最主要是从“人能尽之”的万理皆具的人性而言。他说：“大哉性乎!万理具焉，天地由此而立矣。

世儒之言性者，类指一理而言之尔，未有见天命之全体者也。”31 他把性看成是“天命之全体者”,肯定万理只存在于人的性体

之中。这也可以解释，胡宏以性为“道之体”“天下之大本”,而不是以“理”“天理”为“道之体”“天下之大本”的原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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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宏将性诠释成“道之体”“天下之大本”,则必然面临另一个重大理论问题，就是这一内涵丰富、具有形上意义的性与儒

家人性论传统是什么关系?这一呈现于天地万物之中的性，与儒家热衷讨论的人性善恶问题是如何处理的? 

由于胡宏充分肯定人能够尽万物之性，其实也就是肯定了人的一切特征、功能均源于其本来之性。所以，胡宏在讨论人性问

题时，常常提出许多与其他道学家不一样的观点。其一，他将人的生理感官、好恶情欲等等，均看作是其性使然，也都具有性体

的依据，正如他所说：“夫人目于五色，耳于五声，口于五味，其性固然，非外来也”32;“好恶，性也”33。胡宏肯定人的生理

功能、好恶情欲均源于性，故而他进一步肯定“天理人欲，同体而异用，同行而异情，进修君子，宜深别焉”34。胡宏的这一结

论，显然是由于他将性看作是一个包括人之性(仁义礼智信)、动物之性(饥食渴饮)甚至物理之性的宇宙普遍本性。 

其二，既然胡宏道学体系的性是天地万物的普遍存在的本性，那么人文世界的理与欲均同源于性之体，也就是说性本体是不

受善恶、是非评价的，所以胡宏必然主张性无善无恶论：“性也者，天地鬼神之奥也，善不足以言之，况恶乎?”35 

胡宏的性是天地万物的普遍本性，具有“天地鬼神之奥”的形而上的超越性，当然也超越人文世界的善恶评价。所以，胡宏

得出上述“理欲同体”“性无善恶”的人性论，源于他希望建构一种天地万物普遍本性的本体论哲学。但是，道学的人性论是为

了肯定仁义道德的内在依据，同时希望强化儒家道德主体性，故而需要弘扬孟子的性善论。而胡宏的“理欲同体”“性无善恶”

的人性论，显然与道学家普遍认同的性善论是悖逆的。所以胡宏的人性论不能够得到道学家的肯定，后来也就受到了朱熹等道学

家的批判。 

其次，心在胡宏道学思想中只是道之用，但是并不意味着心不重要。在胡宏对心的诠释中，心具有重要思想意义和实践意义。

胡宏认为，性是天地万物之所以立的最终根源，但是性是否能够实现自我则取决于心。所以，在胡宏的心性论中，心成了本体之

性的实现者和天地万物的主宰者，胡宏这样说：“心也者，知天地，宰万物，以成性者也”
36
;“气之流行，性为之主。性之流行，

心为之主”37。 

一方面，心总是通过个体意识才能够呈现出来，它是作为个体存在的自我；另一方面，心又是终极性的性本体的体现，它是

能够主宰天地万物的根本精神。在心性的关系上，性为本体，心为功用，功用必须以本体为依据，心必须以性为本，即所谓“此

心本于天性，不可磨灭，妙道精义具在于是。圣人则寂然不动感而遂通”38。心本之于性，心所体现的妙道精义，皆源之于性。

但是，心性关系还有另一个方面，即心体现性。性是纯静、无声无臭的，性的本体作用必须要通过心才能体现出来，胡宏说：“夫

性无不体者，心也”39,“六君子(即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王、孔子)尽心者也，故能立天下之大本”40。于是，在胡宏的心性论中

发生了一个倒转，本来是性体心用，那么，应是性决定心，但是从性的实现过程来说，则应是“心成性”,即心决定性。 

胡宏肯定“知性”的理性能力是人所独具的，他说：“视万形，听万声，而兼辨之者，则人而已。睹形色而知其性，闻声音

而达其义，通乎耳目之表、形器之外，非圣人则不能与于斯矣。”41人的意志能力也称之为心，胡宏主张耳目的感觉器官必须受

到心的控制，理性的心，也须通过耳目之官才得以实现。他说：“夫耳目者，心之所以流通也。若夫目形具而不能见，耳形具而

不能闻，则亦奚用夫耳目之官哉?”42胡宏在他的道德修养论中，把“求放心”作为学问之道的根本，他说： 

心无不在，本天道变化，为世俗酬酢，参天地，备万物。人之为道，至大也，至善也。放而不知求，耳目闻见为己蔽，父子

夫妇为己累，衣裘饮食为己欲，既失其本矣，犹皆曰我有知……故孟子曰：“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”43 

他在这里复述孟子的“求放心”,他本人完全赞同并十分重视这种“内求”的方法。胡宏对内求方法的重视，又使得他的工

夫论与心本论者有许多相通的地方。 

与此相关，胡宏认为儒家理想的圣人，其实也与众人一样具有情、欲、忧、怨等各种情感欲求，这是由他提出“全体之性”

的普遍之性的学说决定的。所以胡宏说：“凡天命所有而众人有之者，圣人皆有之。人以情为有累也，圣人不去情；人以才为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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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也，圣人不病才；人以欲为不善也，圣人不绝欲；人以术为伤德也，圣人不弃术；人以忧为非达也，圣人不忘忧；人以怨为非

宏也，圣人不释怨。”44那些被认为损害崇高人格、纯粹道德的情、才、欲、忧、怨等等，都是圣人所具有的，而圣愚之别只在

于明辨形声以达性义。所以，胡宏又常常肯定道德主体的心先天蕴含着道德本体，主张心本身即具道德良知，从而提出“心无不

仁”的观点。 

三、文化价值之道：仁体义用 

胡宏对“道学”的哲学诠释是性体心用，而他对“道学”的文化价值与政教意义的诠释，却是仁体义用。他说：“道者，体

用之总名。仁，其体，义，其用，合体与用，斯为道矣。”45胡宏虽然同样以“体用”来表述“道学”的内涵，却提出“仁其体，

义其用”的观点，似乎不同于前面以性体心用诠释道学的哲学内涵。显然，胡宏的这一诠释，可以看作他是在诠释道、道学的文

化价值与政教意义。从哲学思辨而言，性才是体，心只是用，但是从文化价值、政教意义来说，仁成为体。在胡宏的大量论述中，

其仁往往就是他在哲学思辨之中讲到的心。从胡宏的哲学思辨角度，性才是体，仁心只是用；但是从胡宏的文化价值而言，却应

该是以仁为体。 

从文化价值与政教意义上看，胡宏必须将仁义作为其衡量一切的根本。他认为孔孟创建儒家学派的同时，就确立了仁的核心

价值。胡宏以“道学”作为自己“以死自担”的文化使命，在他看来，此“道”的核心也就是仁。他提出：“仁也者，人也，人

而能仁，道是以生。生则安，安则久，久则天，天以生为道者也”46,“道非仁不立”47。 

胡宏肯定“道”之所以能“生”,“道”之所以能“立”,完全是根源于仁。仁既然如此重要，而仁又离不开主体的人，特别

是离不开主体精神的心，所以，胡宏从文化价值意义上论述仁是道之体时，总是会强调仁与人、仁与心的一致性。胡宏有时会将

作为核心价值的仁提升为一种超越人生的天地意义、宇宙精神。仁心就具有价值形而上学的意义，他说： 

其合于天地、通于鬼神者，何也?曰：仁也。人而克仁，乃能乘天运，御六气，赞化工，生万物，与天地参，正名为人。48 

此心妙无方，比道大无配。妙处果在我，不用袭前辈。得之眉睫间，直与天地对。混然员且成，万古不破碎。49 

在胡宏对道、道学作性本体的哲学诠释中，他曾经肯定“性也者，天地鬼神之奥也”;而他在此论述仁的文化价值的崇高意

义时，同样将其提升为“合于天地、通于鬼神”。但是二者还是有明显区别的：前者是就普遍本质的宇宙哲学而言，后者是从精

神境界的价值意义而言；前者依赖于理性的哲学思考，后者借助于实践的精神修行。 

与此同时，胡宏以“体用”来表述“道学”的内涵，并提出“仁其体，义其用”的思想，体现的不仅仅是仁的文化价值，还

是义的革新政令。胡宏曾上书宋高宗，向皇帝陈述“王道之本”“仁政之方”。胡宏在上书中提出： 

臣闻治天下有本，修其本者，以听言则知其道，以用人则知其才，以立政则知其统，以应变则知其宜。何谓本?仁也。何谓

仁?心也。心官茫茫，莫知其乡，若为知其体乎?有所不察，则不知矣。50 

胡宏在这一篇万言的上书中，最后提出：“陛下幸听臣言，反求诸心，神而明之，施于有政，灭仇雠，诛叛逆，恢复中原，

仁覆天下，乃其功矣。”
51
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胡宏的仁之体的意义诠释，一方面是从文化价值而言，他希望朝廷能够确立仁

的核心价值地位，他肯定仁就是心，显然是从文化价值而言。另一方面，仁之体还指仁体现为治国理政的根本，是政教的核心。

这样，胡宏的仁学还体现为一种经世论。 

宋学的兴起其实是与两宋时期的政治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，庆历新政、熙宁新政是宋学兴起的重要契机。宋代儒学中道学

一派也有自己的改革方案，胡宏在南宋初年，就十分急切地强调改革的重要性，他说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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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之败，必有坏乱，不起之处，深知其处。大变革之者，其功大；小变革之者，其功小；不变革者，必沦胥以亡。52 

故乘大乱之时必变法。法不变而能成治功者，未之有也。
53
 

他认为只有通过政治改革，才能真正解决政局动乱、国家衰败等一系列问题，达到富国强兵、抵御外侮的政治目的。所以胡

宏确立的政改方案，恰恰是他仁义思想的体现，他总是将具体的革新政令的举措与仁义结合起来，他说： 

士选于庠塾，政令行乎世臣，学校起于乡行，财出于九赋，兵起于乡遂，然后政行乎百姓，而仁覆天下矣。54 

仁心，立政之本也。均田，为政之先也。田里不均，虽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泽矣。井田者，圣人均田之要法也。
55
 

胡宏提出革新政令的方案，并肯定它是仁之本的实现。也可以说，由胡宏的仁心之体，可以进入到他的革新政令的礼义之用。

这些具体的政改思想，其实就是在礼义之用中实现仁心之体。胡宏提出：“惟仁者为能所执无非礼，所行无非义。”56他往往是

从用的角度，提出井田、封建、学校、军制等礼义的改革方案。他说：“学圣人之道，得其体，必得其用。有体而无用，与异端

何辨?井田、封建、学校、军制，皆圣人竭心思致用之大者也。”
57
由此可见，道学之道，并不完全是一套形而上的心性之学，同

时还是一整套形而下的礼义形态、经世方案。 

四、结语：哲学之道与价值之道的统一 

胡宏既以心性学诠释道或道学之体用，又以仁义论诠释道或道学之体用，前者是普遍本质的宇宙哲学，后者是从精神修行、

经世治国而言；前者依赖于理性的哲学思考，后者借助于社会实践修行，但是二者之间又是密切联系的。胡宏的“圣人之道”和

“圣人之政”,恰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对性的探寻往往与现实的致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。他说：“子思子曰：‘率性之谓

道。’万事万物，性之质也。因质以致用，人之道也。”58由于性与万事万物联系在一起，那么，完全可以从“致用”的“人之

道”中获得对性的形而上的超越，即可以由人道而及天道。 

胡宏十分担心专讲心性之学的儒者脱离这些现实功用。他说，“后知学者多寻空言，不究实用，平居高谈性命之际，亹亹可

听，临事茫然，不知性命之所在者，多矣”59,并指出： 

“维天之命，于穆不已”,圣人知天命存于身者，渊源无穷，故施于民者溥博无尽，而事功不同也。知之，则于一事功可以

尽圣人之蕴；不知，则一事功而已矣，不足以言圣人也。庄周乃曰：“圣人之道，真以治身，其绪余土苴以治天下。”岂其然乎?
60
 

胡宏推崇的圣人是将仁爱之体与礼义事功合为一体的理想人格，故而严厉批判庄子那种自命“圣人之道”否定礼义事功的

态度，对庄子的批判其实也是对那些空谈心性的腐儒的批判。胡宏认为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”并非最高的人格理想，

因为“独善其身”的道德实践脱离了外王的政治事功，违背了圣人之道“体用合一”“成己成物”的原则。胡宏指出“‘穷则

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’者，大贤之分也；‘达则兼善天下，穷则兼善万世’者，圣人之分也”61。 

胡宏提出的义利之辨、理欲之辨也体现出他将心性之学与仁义之学的统一追求。胡宏频频把寡欲、灭欲的要求指向掌握国家

政治权力的统治者。他说：“寡欲之君，然后可与言王道。无欲之臣，然后可以言王佐”
62
;“汉、唐之盛，忠臣烈士攻其君之过，

禁其君之欲，纠其政之缪，弹其人之佞而止已”63。他要求君主寡欲，大臣无欲，认为他们过多的私欲，已经严重地违犯了儒家

道德的天理，而正是这些天理代表着天下的人文秩序。他说：“夫上之化下，疾于影响，欺诞之风，习之成俗，又何罪焉?今阁

下虽欲察其欺诞，必大致烦苛，诖误吏民，而非将命之本意也。必欲正之，亦盍反其本矣。夫所谓本者何也?正天子之心也。”64

胡宏坚持把习俗暴恶、道德堕落的原因归咎于“君心多欲”,故而“正天子之心”一直成为胡宏理欲论的一个主要宗旨。胡宏提

出：“一身之利，无谋也，而利天下者则谋之；一时之利，无谋也，而利万世者则谋之。”
65
他的仁义之道最终代表“利天下”“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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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世”,是家国的群体利益与长远的天下利益。胡宏总是把“内圣”的道德自觉与“外王”的政治权力联系起来，他倡导的识心、

尽性、行仁的道德能动性，无不和治国行主者之政的政治活动结合在一起。胡宏反复强调：“王者，法天以行其政者也。法天之

道，必先知天。知天之道，必先识心。识心之道，必先识心之性情”
66
,“以理义服天下易，以威力服天下难，理义本诸身，威力

假诸人者也。本诸身者有性，假诸人者有命。性可必而命不可必，性存则命立，而权度纵释在我矣。是故善为国者，尊吾性而

已”67。可见，“识心”“反求诸己”“尊吾性”的主体性精神，都是为了在“行其政”“定天下”“善为国”的政治活动中达

到一种道德的自主。 

注释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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